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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发 展 问 题 经 验 研 究( 专题讨论)

编者按: 本组专题讨论由四篇论述社会发展问题的文章组成。每一篇文章处理一个不同的社会学研究话

题，但这些话题都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仅有“相对剥夺”，还有“生存焦

虑”———中国主观认同阶层分布十年变迁的实证分析( 2001 － 2011)》一文，运用四个年度的全国综合社会调

查数据，探讨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理论解释，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剥夺”论题与“转型期生

存焦虑”论题是同等重要的解释论题。《人们为什么接受不平等? ———成功归因、阶层意识与分配公平》一

文，从怀默庭论题出发，探讨了从经验数据中发现的多数人不认为现阶段中国收入不平等是不公平这样一个

结果何以可能发生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模式的变迁以及部分少数

民族面临的超低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严重问题。《社会问题研究中的“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关

系的经验研究》讨论的是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的关系。希冀本组专题论文能够抛砖引玉，为中国社会发

展的相关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不仅有“相对剥夺”，还有“生存焦虑”
———中国主观认同阶层分布十年变迁的实证分析( 2001—2011)

陈 光 金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1 年、2006 年、2008 年和 2011 年的四次全国综合社会
调查( CSS) 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到，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分布结构总体上呈现一种不稳定的浅底 U 型变
动趋势。但是，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的变化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相对较高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在浅底 U 型曲线左端下降更多，而在该曲线右端上升
较慢。关于中国社会主观认同阶层分布，学界以往较多倾向于以“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经过实证研究，“转
型期生存焦虑”论题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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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客观职业阶层分布与主观认同阶层

分布变化不同步

一个社会的快速发展，通常意味着人们的生

存状况不断得到改善，追求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

动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努力的方向。观察三十

多年来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可以看到

一个基本事实: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

展，不仅国民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用平均指标衡量

的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也随之不

断提升; 而且，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甚至全球

化的影响下，以职业地位测量的社会阶层结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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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的分化中呈现出一种向上发展的态势，处

于下层和中下层的职业地位群体规模缩小，而处

于中层、中上层甚至上层的职业地位群体的规模

则相应有所扩张。因此，以所谓“客观”指标来测

量的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结构，也在这个意

义上呈现出一种向上发展的态势( 见表 1) 。
从表 1 不难看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

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四个职业

阶层在全部被调查者中所占比重合计从 2001 年

的 9． 3%上升到 2011 年的 15． 1%，十年中增加了

5． 8 个百分点，增幅为 62． 4%。同期，办事人员和

个体工商户所占比重合计增加 5． 7 个百分点，增

幅为 39． 9% ; 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合

计减少 12． 2 个百分点，减幅为 19． 6%。这里把

这种变动趋势称为“高级化”趋势，这种趋势的出

现与职业结构的“趋高级化”紧密相连［1］。
然而，我们的调查同时表明，人们对自身经济

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变化趋

势。在最近的十年中，被调查者的主观经济社会

地位认同结构出现了前期明显下沉，然后不稳定

上扬的趋势( 见表 2) 。例如，与 2001 年的调查结

果相比，在 2006 年调查中，主观认同于上层、中上

层和中层的被调查者比重分别下降了 78． 9%、
50%和 19． 2%，总计下降 14． 4 个百分点( 或者说

32． 4% ) ，而主观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被访者比

重分别上升了 25． 1%和 47． 5%，合计上升了 14． 3
个百分点( 或者说 34． 7% ) 。不过，2008 年的调

查数据表明，相对于 2006 年的调查结果，认同中

等及以上地位的被调查者比重有所上升，而认同

下等地位者所占比重则有所下降; 这种趋势在

2011 年的调查继续存在，主要是认同下等者的比

重减少，认同中等者的比重上升。

图 1a

不过，这种转变并非特别显著，中等及以上地

位认同比重的时间分布只是形成一种底部相当平

坦的 U 型曲线，而中下等与下等地位认同比重的

时间分布则形成一种开口很大的倒 U 型曲线( 见

图 1a) ; 如果把中上等认同并入上等认同，把中下

等认同并入下等地位认同，这种趋势则稍微明显

一些( 见图 1b) 。但是，即使到 2011 年，地位认同

的分布结构与 2001 年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例

如，从图 1b 可以看出，2011 年调查中，中下等与

下等地位认同合并后所占比重，仍然高出 2001 年

调查中的相应比重 7． 7 个百分点。

图 1b

从国际上看，人们的主观认同阶层分布曲线，

一般都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阶层结构向上

调整而不断上扬。例如，在美国，20 世纪 50 年

代，一项全国调查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阶层认

同比重则分别为上层占 2． 9%，中层( 含中上) 占

47． 0%，工人阶级占 10． 6%，下层占 4． 3%，多样

化认同者占 7． 7%，不做自我认同的占 27． 5%
( Haer，1957) 。1975 年的一项调查揭示，认同贫

困阶层的占 7． 6% ; 认同工人阶级的占 36． 6%，认

同中层的占 43． 3%，认同中上层的占 8． 2%，认同

上层的占 1． 0%，还有 3． 3%的人的认同选择超出

这五个类别( Jackman，1979 ) 。1979 年，盖洛普国

际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社会的地位认同分

布结构为: 上层占 1． 9%，中上层占 15． 7%，中层

占 60． 7%，中下层占 17． 4%，下层占 3． 6%［2］。
在日本，1955 年时，大约 60% 的人认为自己属于

“下上”和“下下”层; 而到 1975 年，日本“社会分

层与流动”调查( SSM) 结果显示，已有 75%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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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属于中等( 含“中上”与“中下”) 。这时

距日本战败投降刚好过去 30 年，日本经济也快速

增长了近 30 年。1975—1995 年的 20 年间日本

社会的“中产”认同比例稳定在 75% 左右［3］。日

本社会“中产”认同比例如此高，甚至被日本学界

视为“过度中产归属”。显然，与美国和日本社会

的主观认同阶层分布结构变化趋势相比，最近十

年中国社会的主观认同阶层分布结构变动趋势颇

有不同。虽然我们调查的时间跨度仅为十年，但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经历了三十多年，但

中层及以上认同的比重到 2011 年时仅为51． 2%，

而在大抵同样长的时期中，美国社会的中层及以

上认同的比重达到 78． 3%，日本社会光是中层认

同比例就达到 75%，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

的主观认同阶层结构不仅在变动趋势上与发达国

家不同，而且明显呈现出整个认同结构水平显著

偏低的特点。与美国、日本比较是这样，与其他国

家(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 相比也

是如此。①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上述简单数据对比中发

现三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第一，主观认同阶

层分布结构变化为什么与“客观”职业阶层结构

变化不同步? 第二，主观认同阶层分布结构的变

化在最近十年中出现先下沉然后上扬这一趋势的

原因和机理是什么? 第三，在大抵同样长的时期

中，中国社会中的中层及以上认同的比重远远低

于美国和日本，如何理解这种差异? 这三个问题，

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

提出问题并对问题的形成背景进行简要梳理; 第

二部分，对相关问题的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学说

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能对问题构成解释

的相关理论命题; 第三部分，给出相关实证分析结

果，并加以解释; 第四部分，做出简要结论和讨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策略

阶层认同是所谓阶层意识的表现形式或重要

组成部分。阶层意识不同于阶级意识。在马克思

的阶级理论中，阶级意识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

人所有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尖锐利益冲突，或

者说就是对这种占有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主观认

识［4］［5］。阶层意识则是与社会分层相联系的一

种主观意识，即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

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

种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其基础不仅仅是物质经

济利益的差别，还与经济、权力、文化等各种资源

的不平等分配相关［6］［7］。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

组成部分，主观阶层认同反映的是“个人对其自

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6］。
但是，阶层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也存在着一

定的联系，毕竟阶层意识的客观基础仍然是资源

分配或占有的不等以及物质经济利益的差别。因

此在文献中，经常能够看到同时使用阶层意识和

阶级意识概念甚至把两者等同起来的做法。奥索

夫斯基以另一种方式揭示了阶层意识与阶级或阶

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们在社会不平等结构

的认知上倾向于阶梯式的分层模式而非两级对立

的阶级模式的话，则表明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居于

中间阶级 /阶层位置上［8］。刘欣据此做了一个反

向引申: 当大多数成员认同中间阶层时，他们所处

社会的阶级 /阶层结构也不太可能是两级对立

的［7］。按照这种逻辑，还可以进一步引申: 如果

大多数成员的阶层认同不是中间阶层，那就意味

着他们所处的阶级或阶层结构具有两极对立的可

能性。刘欣自己根据对武汉的一项调查发现被调

查者认同中等偏下阶层的比例明显偏高，并因此

判断，中国城市社会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阶级

分化，甚至冲突和对立。
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对人们的主观认同阶

层分布及其变迁状况进行考察，是把握社会分化

和潜在社会冲突状况的重要路径。从我们的调查

结果来看，直到 2011 年，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被

调查者所占比重仍然达到 48． 9%，而在现实社会

生活中，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以群体性事件为形

式的矛盾冲突，在近十年中始终处于多发状态。
从上述理论分析看，社会阶层认同偏低与社会矛

盾冲突多发的同期并存，不是偶然的。一个社会

中近乎一半的人自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或下层，

这无疑是不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大隐患。要尽可能地消解这样的隐患，首先就要

深入研究和理解一个社会的主观认同阶层分布形

成的原因和机理。
关于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不少

研究文献进行了考察。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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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约 2 /3 的英国人在回答调查人员时声称自己是工

人阶级，这一比例在五十多年中极少变化，尽管职业结构

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 Savage，2008) 。



观社会地位对主观阶层意识或阶级意识有着一定

的影响，但对于这种影响的强度则存在不同看法。
具体地说，据认为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的客

观因素，包括收入水平、教育水平、职业、性别、年
龄、权力、资源和财富占有水平等。在不同国家或

不同时期，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的阶层认同的影

响有所不同。例如，根据日本的 SSM 调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人的阶级认同很少受到他们的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80 年代，收入是阶级认同的

最显著影响因素之一，职业和教育没有什么影响;

到 90 年代，教育、职业和收入对阶级认同有显著

影响［9］。在美国，职业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人们如

何评价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受到更

多地强调，这意味着对于美国人来说，把职业与阶

级联系起来，既轻而易举又耳熟能详［10］［11］。然

而，不同的研究显示，教育和收入是比职业更加重

要的阶级认同预测因素［11］［12］。在英国、美国和

挪威进行的几项研究发现，教育是影响社会阶级

认同的重要因素。在美国［13］和希腊［14］，一个人

的收入越高，就越可能认同于中产阶级。另外，经

验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年龄增长会提高认同于

较高阶级的概率。年龄大常常意味着更好的经济

状况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至于性别因素的影响

则不确定。一般而言，男性与女性的阶级认同差

异，在西方国家并不显著［12］。而马什利用中国

台湾地区 1992 年社会变迁调查数据所做研究发

现，性 别 是 对 阶 层 认 同 有 显 著 影 响 的 因 素

之一［15］。
在国内的研究中，被识别出来的影响阶层认

同的客观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资源和财富

占有水平、地区 /城乡分布、户籍、工作单位性质、
权力占有状况，被认为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重要

影响。马什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权力对

阶层认同的影响是显著的［15］。而刘欣对武汉市

的研究甚至发现，权力是仅次于收入的重要影响

因素，而职业则不具有重要性，究其原因，该项调

查是 1996 年进行的，其时城市职业分化并不突

出［16］; 按照这样的解释，随着职业分化的日益凸

显，职业的作用可能会变得日益重要起来。
除了诸多客观因素会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

同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主观因素也会产生不可忽

视的影响。生活满意度是较多地进入研究者视野

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日本，根据 SSM 调查结

果，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生活满意度就成为对阶

级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9］。此外，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被调查者对自己在最近一

个时期( 一般是最近五年) 的生活水平升降状况，

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对父辈社会阶层地位的

评价，也被当做影响被调查者自己的阶层认同的

重要因素，引入解释模型之中［17］［18］［19］。
识别出影响人们的阶层认同的因素，是研究

阶层认同分布结构形成机理的第一步。更重要的

是要解释，为什么这些因素会对人们的阶层认同

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从研究文献来看，针

对中国 社 会 主 观 阶 层 认 同 结 构 下 沉 的 趋 势，

最受欢 迎 的 解 释 模 型 是 所 谓“相 对 剥 夺”论

题［16］［17］［18］。“相对剥夺”( Ｒelative deprivation)

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斯托弗等人提出，其后经罗

伯特·默顿发展，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

论［20］。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

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

剥夺感，就是相对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

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默顿认为，当

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

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
这种剥夺因为不是与某一绝对的或永恒的标准相

比，而是与某一变量相比而产生的，因此是相对

的，这个变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体，也可以是

自己的过去。有时，即使某一群体本身的处境已

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

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

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暴力行动，

甚至革命。相对剥夺感往往产生于相对剥夺地

位，后者指的是某一个人或社会群体与同一社会

的其他成员或者群体相比较，所处的对有价资源

占有较少或不占有的状态。
尽管“相对剥夺”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包括

水平偏低的社会阶层认同在内的各种类似社会现

象和问题，但是看起来这一解释论题并不足以让

我们透彻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阶层认同水平何

以显著偏低并且经历着首先明显下降然后缓慢上

扬的趋势。况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在 2006 年和

2008 年，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

分别达到 55． 5%和 52． 3%。可以肯定，几乎全社

会的每一个职业群体、每一个阶层，在最近十年

中，都有相当比例的成员认同中下层和下层，或者

都经历了阶层认同水平下沉( 不仅包括认同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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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下降，也包括认同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下

降) 的过程。如果认为只需“相对剥夺”论题就能

解释一切，岂非意味着每一个职业群体、每一个社

会阶层都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处于“相对剥

夺”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阶层认同结构

水平偏低以及近十年来与客观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的不同步，有着更多的社会学意涵。
中国是一个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之中的社

会，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

与这个转型过程相伴随的是社会体制和政策安排

的快速变革。人们在这种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广泛

经历着工作单位性质、身份、地位、机会和资源结

构等各方面的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人们

的生存发展机遇，也不断重塑人们置身其中的整

个经济社会环境和情势。尽管在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时期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都至少在理论上蕴

涵着上升发展的潜力( 或者直接就是一种现实) ，

但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情

势的不确定的变化，却会或者阻碍这种人们的潜

力的实现，或者威胁着人们已经实现的潜力，这会

让相关的人们感到不满意或者忧虑( Ｒunciman，

1966) 。就业艰难和职位不稳定，收入增加在相

当长的时期里跟不上经济增长，社会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由此造成的上学贵、看
病贵和住房贵等民生问题，更是不断加大人们尤

其城市居民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另外，中国的改

革往往不是系统地、整体地推进，而是局部地、渐
进地进行的，以致同样职业群体内部，也会出现分

化。例如，即便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成员，如果

置身于非强势部门，往往也会面临实际社会经济

地位缩水的尴尬困局。所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

情势和因素汇聚在一起，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造就

了一种普遍焦虑的社会情绪。① 现代社会对于社

会分层的集体想象往往是这样的，即对于中层及

以上的社会阶层来说，生活即便不是富有的也可

以说得上是富足和稳定可靠的。而现实却并非完

全如此。可以预期，处于这种境况下，人们会倾向

于低估其社会经济地位。应该说，一些具有此等

内涵的社会情势变化，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

期已经开始发生，但它们的社会后果则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这些年凸显起来的。在经济高速发展

的同时，基本民生却面临日益加重的压力和越来

越多的挑战，这确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作为应

对措施，进入“十一五”规划时期以来，政府加大

了改善民生的工作力度，起到了缓解民众的生活

压力和生存焦虑的作用。在我们的调查中，被调

查者的认同阶层分布曲线从 2008 年起开始上扬，

这未尝不是民生改善的一种社会反映。
总之，在思考对于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几个

问题的解答之时，我们认为，“相对剥夺”论题可

能仍然是有效的，但还需要其他论题加以补充。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论题，即“转型

期生存焦虑”论题，以便更好地解读总体经济社

会情势尤其是民生情势对人们的阶层认同的影

响。这样，本文的研究策略，就是运用定量数据同

时检验两个论题，来获取对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

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论解读。为了定量分析的

需要，需要分别对两个论题加以操作化。具体说

来，就是基于已有研究文献提供的启示，用下述研

究变量来检验“相对剥夺”论题与“转型期生存焦

虑”论题。
( 1) 性别。从经验上看，女性总是处于某种

弱势地位，因而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作为一个

变量，因为我们主要想观察女性的认同选择，故令

女性 = 1，男性 = 0。从某种逻辑出发，我们预期女

性会比男性更多地认同较低的社会阶层。如果经

验数据支持这一预期，那么就可以用“相对剥夺”
论题来解释男性与女性的阶层认同差异; 否则就

可以认 为，“转 型 期 生 存 焦 虑”论 题 更 具 有 解

释力。
( 2) 年龄。根据国外已有研究，随着年龄的

增加，人们倾向于认同更高的社会阶层，而这可能

意味着年轻时代有一种“相对剥夺”意识。但是，

在中国，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使得年

龄较高者处于不利的市场处境，年轻时代的市场

处境反而相对更为有利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年

龄的影响就变得难以预判。这里假定，如果年龄

的影响确实显著，那么“相对剥夺”论题就更可

取; 否则，“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更加可取。
( 3) 教育。根据国际经验，人们的教育水平

越高，则其认同较高社会阶层的可能性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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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友梅在考察上海“白领”群体时发现，由于职

业危机感的不断增强、市场领域的种种不规范操作以及

西方导向的生活消费方式与现有收入水平之间的紧张关

系，使得上海白领尤其是面向市场的白领群体普遍有一

种焦灼感和压力感( 参见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

其社会功能———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载

《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



反过来，教育水平越低的人，认同较低社会阶层的

可能性越大———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人们确

定其阶层认同时存在“相对剥夺感”的影响。但

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如此。如果

经验数据显示，教育水平的高低对人们的阶层认

同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那么就表

明，“转型期生存焦虑”确实也产生了影响。
( 4) 政治面貌。政治面貌分为中共党员与非

中共党员。一般认为，中共党员政治地位相对更

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相应更高一些。因此，在

这个意义上，非中共党员的被调查者就可能潜在

地处于所谓“相对剥夺”地位。据此预期，中共党

员的阶层认同会相对高于非中共党员。
( 5) 城乡。中国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城镇

居民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相应的权利和机会享有水

平总体上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所以一般预期，在以

城镇居民为参照时，农村居民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因而倾向于较低的阶层认同。进入 21 世纪以来，

农村居民的迁移大幅增长，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

城镇寻找工作和发展机会，但大量研究表明，他们

在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农民身份意识。因

此，以户籍身份替代居住地划分城乡更加准确。
在这里，令农业户籍 = 1，非农业户籍 = 0，亦即以

非农业户籍被调查者作为参照群体。我们预期，

拥有农业户籍身份的被调查者将会更多地认同较

低的社会阶层。如果经验数据支持这一预期，则

意味着“相对剥夺”论题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否

则，“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就更加可取。
( 6) 地区。中国的地区差距也是众所周知

的。地区差距的形成，除了历史的原因外，改革开

放前期的政策差异等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因

此，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在与东部地区居民比较时

是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在具体进行量化

分析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为虚拟变量( 即 =
1) ，东部地区为参照变量( 即 = 0) 。我们预期，相

对于东部地区的被调查者，中西部地区的被调查

者会较多地认同较低的社会阶层。如果经验数据

支持这一预期，则意味着“相对剥夺”论题具有更

强的解释力; 否则，“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就更

加可取。
( 7) 资产。由生产性资产、财产性资产和金

融性资产组成。从理论上说，资产占有差异是最

易于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变量。我们预期，家庭

人均资产量越小，被调查者认同较低社会阶层的

可能性越大。如果经验数据支持这一预期，则意

味着“相对剥夺”论题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否则，

“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就更加可取。
( 8) 收入。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对主观社会

阶级 的 估 计 的 影 响 要 比 个 人 收 入 的 影 响 更

大［12］，因此，我们在这里将采用家庭人均收入作

为自变量。按照“相对剥夺”论题，家庭人均收入

水平越低，人们认同较低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

而从“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来看，人均收入水平

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并不会很显著。
( 9) 消费。消费对人们的阶层认同是有一定

影响的，但不同消费项目的影响是不同的［18］。
但本文仍以恩格尔系数作为消费的结构性特征的

指标，考察其对人们的阶层认同的影响。从“相

对剥夺”论题角度看，可以预期的是，恩格尔系数

越高，被调查者认同较低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就越

大。而从“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来看，恩格尔系

数的影响应当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 10) 权力。权力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受到

重视［16］。基本的假设是，与不掌握任何权力的

人相比，掌握权力的人倾向于认同更高的社会阶

层。这是刘欣的“相对剥夺”论题的一个重要含

义。那么，动态地看，这种影响是否在十年中始终

一样重要; 若非如此，便意味着需要用“转型期生

存焦虑”论题做补充解释。在我们的调查中，权

力是用被调查者在管理等级中的地位以及是否有

权决定一定事务来测量的。我们将综合出一个二

分变量，即有权者( = 1) 与无权者( = 0) 。
( 11) 职业。尽管个别研究显示职业对阶层

认同的影响不显著［7］，但其他研究无不表明，职

业的影响是显著的，职业地位较低的人认同较低

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较大，反之，职业地位较高的人

更可能认同较高社会阶层。这也是“相对剥夺”
论题的题中之义。不过，从动态变化角度看，根据

对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职业地位较高的被调查

者的阶层认同结构同样存在下移的趋势，例如，从

上层认同转向中上层认同，或者从中上层认同下

移到中层认同; 对于这种变化，很难用“相对剥

夺”论题来解释的，用“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来

解释可能更为合适。在本研究中，以经济资源、组
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为标准，有就业的被调查者被

聚合为 9 个职业阶层，加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总共形成 10 个阶层［21］。以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为参照，其他 9 个职业阶层被建构为 9 个虚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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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 12) 体制。在讨论工作单位对人们的经济

社会地位的影响时，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的区

分广受关注。在两类不同单位中工作，意味着在

两种不同的体制中生存。国有单位仍然保有较多

的计划和再分配体制的特征，工作稳定，待遇较

高，社会保障比较健全，因而被称为“体制内”; 而

非国有单位则相应被称为“体制外”。基于“相对

剥夺”论题，可以预期，“体制外”的人们的主观阶

层认同层次可能会低于“体制内”的人们。但如

果两者之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那么，“转型

期生存焦虑”论题可能就更为合适。这里，我们

把所有在非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国有单位雇用的

非正式工( 主要是农民工) 、农业劳动者以及无业

失业半失业人员都归类为“体制外”人员，其余就

是“体制内”人员。
( 13) 最近五年生活水平变化。这个变量也

被一些研究基于“相对剥夺”论题引入对阶层认

同影响因素的分析［17］［18］。调查采用五级测量尺

度反映被调查者关于最近五年生活水平变化的判

断( 上升很多、略有上升、没有变化、略有下降、下
降很多)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给这五级尺度相应

地赋值为 2、1、0、－ 1、－ 2，然后将其视为一个定

距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如果这个变量的影响下降

甚至不显著，那么可以认为，这在一定程度支持

“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
( 14) 生活压力感。这实际上是最能够直接

反映人们的生存焦虑状况的变量。我们的调查涉

及多方面的生活压力。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将把

它们综合为一个总体生活压力感指数。如果该指

数对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确实产生了影响，并且

生活压力感指数越大，人们的阶层认同越低，那么

“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便能得到有力的支持。
( 15) 社会公平感。一般而言，人们越是认为

社会不公平，越有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然

而，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中

国社会不太公平或很不公平。因此，如果在实际

分析中社会公平感对阶层认同的作用不显著，便

可以视之为对“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的一种支

持。由于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中有个别年份的调

查没有设置专门针对社会公平感的问题，为统一

变量起见，我们选择另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问题，即

对现实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公平性进行评价，作为

研究变量。

上述 15 类变量无疑都是自变量。而因变量

则是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如上所述，各种调查

一般都设置五个阶层，即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

层和下层，供被调查者选择。在分析时，可以把阶

级认同视为一种可测量的因变量而不只是类别变

量，在社会学中，这样处理不是没有先例的。不

过，我们同时也关心人们的阶层认同是属于中层

及以上还是中下层及以下，所以在具体分析时，我

们还将其改造为一个二分变量，令中层及以上的

选择均为 1，中下层和下层的选择为 0，在此基础

上，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被调查者的阶层认

同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分

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

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 2001 年的全国抽样问卷

调查，亦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综合

社会调查研究”课题组在 2006、2008 和 2011 年进

行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 CSS) 。

三、数据结果与解析

本文使用的四个年份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在基本结构上具有可比性，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

示。在处理数据时，我们构建了两个模型。一是

将因变量阶层认同视为定距变量，以上述 15 类变

量作为自变量，构建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据

以分析主观阶层认同的决定因素; 二是将中下层

和下层认同合并，中层及以上认同合并，改造为一

个二分变量，以之为因变量，并且同样以上述 15
类变量为自变量，构建一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

更加准确地分析较低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
表 3 是第一个回归模型的数据呈现，表 4 则

是第二个回归模型的数据呈现。下面我们结合两

表的结果，对 15 类变量影响或决定阶层认同水平

的作用和社会学意涵进行分析和说明。
地区变量对西部地区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的

影响是不显著的。从表 3 看，回归系数的符号，除

了在 2006 年为正外，在其他三个年份却都是负

的，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被调查者，西部地区被调

查者会更多地选择更低的阶层认同，但这一结果

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西部地区被调查者

的阶层认同并未受到与东部地区比较的多大影

响，从地区层面讨论西部被调查者在阶层认同方

面的相对剥夺感便没有多少意义。表 4 的结果与

此相同。与西部地区不同，中部地区的影响在

2001 和 2011 年两个年份里具有高于 5% 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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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在表 3 中，这种影响的方向是，相比于东

部地区的被调查者，中部地区被调查者的阶层认

同水平会更低一些; 在表 4 中，2001 年和 2008 年

被调查者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006 年和 2011 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这表

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对于解释两

个地区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差异只是部分有意

义。这样，“相对剥夺”论题在部分年份里对于解

释中部地区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分布有效，而

“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可能对于解释西部地区

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分布以及中部地区的另外两

个年份里有效。
性别对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的影响，在 2001

年和 2006 年都不显著; 而在 2008 年和 2011 年，

则变得非常显著了。不过，有点奇特的是，在表 3
中，从符号来看，与男性相比，在 2008 年，女性的

阶层认同水平倾向于更低一些; 而在 2011 年，女

性的认 同 水 平 却 倾 向 于 更 高 一 些。这 可 能 与

2008 年突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危机对中

国就业市场产生了一定冲击，其对女性的影响可

能更大一些。不同的是，在表 4 中，其影响具有显

著性的回归系数在两个年份都是负号，表明女性

选择中下层或下层认同的几率在这两年低于男

性。这与其他国家性别没有什么影响的情况有所

不同。看起来，在这里本文考察的两个论题都不

是好的解释。按照朗西曼的理论，在快速发展的

社会，如果人们的期望很高却没有多少实现期望

的机会，那么他们的不满意程度也会很高［22］。
相对而言，女性在这方面总体上可能会比较“低

调”，因而她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就有可能不会低

于男性的认同水平。
年龄的影响，在表 3 中，在 2008 年是显著的，

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即年龄的增长会导致认同

阶层水平降低; 在其余年份都不显著。在表 4 中，

有两年不显著，有两年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8 年，被访者年龄每增长 1 岁，其选择中下层

或下层认同的可能性就增加 0． 9%。尽管如此，

但在多数情况下，年龄变量的影响还是不那么重

要，相应地，“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是更好的解

释论题。教育年限的影响，基本上符合“相对剥

夺”论题的意涵，受教育年限越少，被调查者的阶

层认同水平就可能越低。尤其是，从表 4 看，教育

年数每增加 1 年，被调查者认同中下层或下层的

概率的程度，在 2006 年达到 5． 5%，在 2011 年也

达到 2． 7%。不过，在 2001 年，这一变量的影响

并不显著。
户籍的影响比较独特。其在四个调查年份里

都是高 度 显 著 的，但 在 方 向 上，在 表 3 中 只 在

2001 年是负号，在表 4 中也只在 2001 年是正号。
也就是说，在 2001 年，农业户籍的被调查者的阶

层认同水平倾向于比非农业户籍被调查者更低，

而在 2006、2008 和 2011 年，则刚好相反，农业户

籍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倾向于比非农业户籍被调

查者更高。具体地说，从表 4 的结果看，与非农业

户籍被调查者相比，农业户籍被调查者不选择中

下和下 层 认 同 的 概 率，在 这 三 年 里，分 别 高 出

32． 2%、31． 4% 和 25． 3%。这表明，2005 年以后

国家改变农村政策的行动，包括免除农业税费以

及提供各种农业补助的措施是让农民感到满意。
另外，许多研究表明，农民在考虑生存状况的变化

时，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纵向比较，而不是横向地

与比如城镇居民比较，因而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也

不强烈。因此，“相对剥夺”论题看来不适用于解

释农业户籍被调查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反过来，

由于非农业户籍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水平与农业

户籍被调查者相比可能更低，也不能用“相对剥

夺”论题来加以解释，反倒是“转型期生存焦虑”
论题应当是更合适的解释。确实，近年来，具有非

农业户籍的城镇居民在就业、住房等方面面临的

压力要比农民更大。
中共党员身份对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水平的

影响一直是显著的，影响的方向，也一直是使得他

们的阶层认同层次倾向于比非中共党员的认同层

次更高，或者减少他们认同中下和下层的概率。
从表 4 看，减少中下和下层认同的概率也相当可

观，2008 年达到 38% ; 换句话说，非党员被调查者

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概率要比党员高出 38%，即

使在 2011 年，这一概率也仍然达到 28%。看来，

在这个方面，“相对剥夺”论题是有效的。
除了在 2001 年之外，在其他年份，权力变量

的影响，却并不像一些学者如刘欣认为的那样显

著，在 2006、2008 和 2011 年，虽然回归系数的符

号为负，但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可见，进入 21
世纪以来，无论是有权的人还是无权的人，在其阶

层认同的分布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由此可知，

在这方面，“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比“相对剥夺”
论题更适用。

体制内外的影响，从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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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体制外的被调查者，体制内的被调查者的阶

层认同水平倾向于更高一些; 但是，从显著性上

看，这种影响 2001 年和 2008 年显著，在 2006 年

和 2011 年却不显著。2001 年的时候，“体制内”
对于人们生存发展的影响还是非常强大的，近年

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体制外”的人们

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不断改善，因而“体制内”与

“体制外”之间的反差对照也有所压缩。但是这

种状况看来并不稳定，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

“体制外”生存的冲击明显大于对“体制内”的冲

击，这在当年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上获

得了反应。总体上，进入 21 世纪以来，转型期的

生存焦虑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们都有影响，但

经济社会发展一旦发生大的波动，体制外的人们

会首当其冲，因而相对剥夺感便会增强。
职业阶层的影响总体上来看确实不算突出。

相对于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的阶层认同水平倾向于更高一些，从表 4 看，在

2001 年，这个阶层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概率，要

比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低 77． 2%，即使到 2011
年也达到 52． 2%。其次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

体工商户阶层，分别在两个年度里对被调查者的

阶层认同产生了影响，其作用都是提升他们的阶

层认同水平。其中，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影响在

2008 年及以后就没有统计显著性了，而私营企业

主阶层的影响则在 2001 年和 2008 年具有显著

性，在 2006 年和 2011 年没有显著性。至于其他

阶层的影响，基本上不重要。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尽管从 2008 年起主观阶层认同分布结构比 2006
年有所上扬，但上扬幅度极为有限。总的来说，就

客观职业阶层的影响来说，“相对剥夺”论题的解

释力非常有限，普遍的“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更

加靠谱。
人均家庭资产、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生

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这三个变量的影响，倒是在

多数年份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资产和收入的影响

是，它们的增加会提升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水平;

而恩格尔系数的作用是，它的提高会降低被调查

者的阶层认同水平。资产的这种影响比较稳定，

收入的影响存在波动，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在 2001
年和 2006 年的调查中不显著，而在此后两年的调

查中具有显著性。另外，从表 4 可以看到，资产和

收入的实际影响幅度都不大，而恩格尔系数的影

响幅度则比较可观，例如，在 2008 年，恩格尔系数

增加一个百分点，被调查者选择中下层和下层的

概率会增加 0． 8%。总的来说，在这三个变量上，

“相对剥夺”论题具有较大适用度。
至于三个主观变量，几乎在所有调查年份都

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对接受调查时的生活水

平与五年前相比的变化情况的评价越高，其阶层

认同水平也倾向于更高，相应地，从表 4 看，生活

变化评价每提升一个等级，被调查者选择中下层

或下层认同的几率就会下降 40% 以上。生活压

力则是降低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水平的变量，其

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含义相同;

从表 4 的结果看，相对于没有生活压力，感受到有

生活压力的被调查者认同中下层或下层的几率高

出 1． 5 倍到 2． 8 倍，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几

率是在下降的。社会公平感变量的影响看起来小

一些，但仍然不可忽视。对于五年生活变化评价

的影响，可以用“相对剥夺”论题来解释。对于生

活压力的影响，则主要可以用“转型期生存焦虑”
论题来解释，但其中也包含着“相对剥夺”论题的

意涵，以 2011 年为例，以收入五等分分组与生活

压力评价做交叉的结果显示，尽管所有收入分组

都有不少被调查者有着生活压力感，但是认为存

在生存压力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是从最低分组

到最高分组逐步降低的，在最低收入组有 58% 的

人感到有生活压力，而在最高收入组只有 15． 2%
到人感到有生活压力。至于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的解释，原本也可以充分借重“相对剥夺”论题，

但是，以 2011 年调查为例，用社会公平感与收入

分组做交叉分析后发现，各收入组的被调查者中

感觉到社会不公的人所占比重，在从最低到最高

的五 个 收 入 组 中，分 别 为 41． 0%、39． 3%、
39． 8%、45． 4% 和 46． 5%，差距不大，因此，两个

变量间的 Gamma 系数仅为 0． 07，这就是说，各个

收入阶层感受到社会不公的程度几乎是相同的。
这种情况，在其他年份也基本相似，其 Gamma 系

数在 2001 年为 0． 166，2006 年为 0． 099，2008 年

为0． 240，相关度都不高。社会不公平感与客观社

会阶层的关系也不大，同样的交叉分析显示，从

2001 年到 2011 年，两个变量间的 Gamma 系数依

次为 0． 047、0． 043、0． 109 和 0． 107。因此，本文认

为，这种广泛存在的不公平感，同时也与“转型期

生存焦虑”导致的不满意密切相关。

结 论

本文基于全国抽样调查的经验数据，从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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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阶

层认同分布及其变化，探究了这种分布和变化的

影响因素和机制，并根据“相对剥夺”与“转型期

生存焦虑”两个论题进行了理论解释。从两个回

归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本文引入模型的 15 类变量

中，户籍身份、党员身份、近五年生活变化以及生

活压力感这四个变量，在所有调查年份里都对被

调查者的阶层认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 可以相

信，如果 2001 年的调查也设置了有关生活压力感

的问题，其影响也会是显著的) 。按照本文的理

论逻辑，对于其中的生活压力感的影响可以用

“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解释，而对于其余三个变

量的影响则可以用“相对剥夺”论题解释。
在三个调查年份中有影响的变量，有人均家

庭资产、社会公平感以及职业阶层变量中的子变

量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但其影响没有统计显

著性的年份却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对于这些变

量的显著影响，大体可以用“相对剥夺”论题加以

解释; 而对于其影响不显著的情况，则大致可以用

“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来解释。另外，教育年限

和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在表 3 中仅在两个年份具有

显著性，但在表 4 中在三个调查年份有显著性。
在两个调查年份里对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选

择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有性别、体制内外、家庭

人均收入以及客观阶层变量中的子变量私营企业

主阶层。其中，体制内外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

响分别在 2001 年和 2006 年显著，家庭人均收入

的影响分别在 2006 年和 2011 年显著，性别的影

响在 2008 年和 2011 年显著。粗略地说，对于这

些变量在这些年份的显著影响，可以用“相对剥

夺”论题来解释，而对于在其他年份的不显著影

响，则似可用“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来解释。此

外，年龄变量的影响在表 3 中仅在一个年份有显

著性，而在表 4 中在两个年份有显著性。
其余 10 个变量或子变量，基本上没有产生显

著影响，或者仅在一个调查年份产生了显著影响。
对此，我们很难用“相对剥夺”论题来解释，而用

“转型期生存焦虑”论题解释可能更合适。
换一个角度来看，在表 3 和表 4 中，包括一级

变量和二级子变量，总计 24 个变量( 2001 年为 23
个) ，其中其影响具有显著性的变量，在 2001 年有

12 个，占 52． 2% ; 在 2006 年有 10 个，占 41． 7% ;

在 2008 年有 13 个，占 54． 2% ; 在 2011 年有 11
个，占 45． 8%。

因此，总的来说，即使我们完全用“相对剥

夺”论题来解释这些变量的具有显著性的影响，

该论题总体上也只是在一半左右的情况下有效;

相应地，按照本文的理论逻辑，“转型期生存焦

虑”论题也至少在一半情况下有效。这种情况，

基本上回答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几个问题。例

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相当广泛地存在的

“转型期生存焦虑”，使得中国社会的主观阶层认

同分布结构及其变化趋势与其他国家不同，也导

致这种主观阶层认同结构与客观阶层结构的变化

不同步。
上述研究结果，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从宏

观目标上说，中国必须做出充分努力，改变近半数

的人自我认同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的格局，显著

提升至少是社会中层认同的比重，大幅度降低中

下层和下层认同的比重，这对于凝聚人心、促进社

会团结与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基本路径

上说，一方面，要充分关照客观存在的社会中下层

和下层民众的民生改善，向他们开放发展的机会

结构，使他们摆脱没有希望、无可奈何的心态，最

大程度地降低过大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造成的社

会不公平感，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种“相对剥夺”意

识; 另一方面，更要从整体上深化制度改革创新，

扩大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

发展的参与，最大限度地消减社会流动的体制机

制障碍，从而减少在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中广泛

存在的“生存焦虑”感。从主要措施上说，要真正

有效地落实目前提出的各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尤

其是居民就业促进和收入增长政策、公共服务均

等化政策、城乡和区域统筹发展政策、推进社会组

织发展和公民参与的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

在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的基础上加快提高统筹层

次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障水平。此

外，确保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建设好有效应对

地区性和全球性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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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2011 年中国社会的职业阶层结构( % )

2001 年 2006 年 2008 年 2011 年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2． 1 1． 7 1． 7 2． 7

私营企业主 1． 0 1． 1 1． 2 1． 3

企业经理人员 1． 6 2． 0 2． 4 3． 8

专业技术人员 4． 6 5． 0 5． 1 7． 3

办事人员 7． 2 6． 8 7． 1 9． 9

个体工商户 7． 1 11． 3 9． 0 10． 1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11． 2 8． 3 11． 6 11． 1

产业工人 17． 5 14． 2 15． 9 16． 5

农业劳动者 42． 9 42． 0 40． 2 31． 7

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4． 8 7． 7 5． 8 5． 7

样本数 6 193 5 942 6 972 6 167

资料来源: 2001 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 2001 年全国抽样问卷调查; 其余三

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综合社会调查研究”课题组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 CSS) 。本文使用的经验数据均来自这四个

调查，以后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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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1 年中国城乡居民主观经济社会地位认同分布结构( % )

年 份 上 中上 中 中下 下 合计 样本量

2001 1． 9 11． 0 45． 9 23． 5 17． 7 100 6 193

2006 0． 4 5． 5 38． 5 29． 4 26． 1 100 6 994

2008 0． 7 7． 2 39． 9 30． 8 21． 5 100 7 045

2011 0． 5 7． 7 43． 0 30． 2 18． 7 100 6 924

表 3 主观认同阶层分布的决定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2001 年调查 2006 年调查 2008 年调查 2011 年调查

常量 2． 599＊＊＊ 1． 970＊＊＊ 2． 537＊＊＊ 2． 253＊＊＊

1． 地 区: 东
部为参照

西部 － 0． 029 0． 007 － 0． 044 － 0． 022

中部 － 0． 199＊＊＊ 0． 013 － 0． 130＊＊＊ － 0． 044

2． 性别( 女性 = 1) 0． 034 0． 032 － 0． 078＊＊＊ 0． 076＊＊＊

3． 年龄 － 0． 002 0． 000 － 0． 003＊＊＊ － 0． 001

4． 教育年限 0． 005 0． 024＊＊＊ 0． 013＊＊＊ 0． 018＊＊＊

5． 户籍( 农业 = 1) － 0． 165＊＊＊ 0． 141＊＊＊ 0． 092＊＊＊ 0． 086＊＊＊

6． 中共党员( 党员 = 1) 0． 183＊＊＊ 0． 140＊＊＊ 0． 191＊＊＊ 0． 127＊＊＊

7． 权力( 有权 = 1) 0． 082＊＊ 0． 116＊＊ 0． 056 0． 080

8． 体制内外( 体制内 = 1) 0． 202＊＊＊ 0． 055 0． 122＊＊＊ － 0． 022

9． 职业
阶层:
无业
失业
半失
业人
员为
参照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0． 504＊＊＊ 0． 263＊＊ 0． 201 0． 327＊＊＊

私营企业主 0． 914＊＊＊ 0． 163 0． 348＊＊＊ 0． 029

企业经理人员 0． 334＊＊＊ 0． 032 0． 008 0． 174

专业技术人员 0． 186 0． 062 0． 100 0． 130

办事人员 0． 066 － 0． 021 0． 020 0． 093

个体工商户 0． 148 0． 161 0． 067 0． 042

商业服务业员工 － 0． 113 － 0． 015 － 0． 080 － 0． 031

产业工人 － 0． 126 0． 062 － 0． 050 0． 046

农业劳动者 － 0． 162＊＊ 0． 120＊＊ 0． 083 0． 048

10． 人均家庭资产( 千元) 0． 000 0． 001＊＊＊ 0． 001＊＊＊ 0． 000＊＊

11． 家庭人均收入( 千元) 0． 002 0． 006＊＊＊ 0． 000 0． 002＊＊＊

12． 恩格尔系数( % ) － 0． 002＊＊＊ － 0． 001 － 0． 003＊＊＊ － 0． 002＊＊＊

13． 近五年生活变化 0． 163＊＊＊ 0． 240＊＊＊ 0． 246＊＊＊ 0． 227＊＊＊

14． 生活压力感( 有压力 =1) — ① － 0． 590＊＊＊ － 0． 523＊＊＊ － 0． 448＊＊＊

15． 社会不公平感( 不公平 =1) － 0． 105＊＊＊ － 0． 028 － 0． 136＊＊＊ － 0． 088＊＊＊②

模型总结
Ｒ2 =
0． 182＊＊＊
N =4881

Ｒ2 =
0． 289＊＊＊
N =5863

Ｒ2 =
0． 275＊＊＊
N =5789

Ｒ2 =
0． 213＊＊＊
N =6011

注:＊＊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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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次调查未在问卷中设置有关生活压力的问题。这大概与当时生活压力问题尚不具有普遍性有关。另外，在其

他几个年份的调查中，我们就日常生活的 12 个方面设置了相关问题，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在这些方面感到有压力。本文

从中选择“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难”这一基础性问题作为其中代表( 下同) 。
②此次调查在问题设计上有调整，没有向被调查者询问其对总体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为使模型在各年份使用的

变量统计，这里全部以被调查者对收入不平等的公平性的判断替代( 下同) 。

表 4 中下层和下层认同的决定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2001 年调查 2006 年调查 2008 年调查 2011 年调查

constant － 0． 318 /0． 727 1． 164 /3． 202＊＊＊ － 0． 542 /0． 582＊＊ 0． 527 /1． 694＊＊

1． 地 区: 东
部为参照

西部 － 0． 039 /0． 962 － 0． 046 /0． 955 0． 064 /1． 066 0． 045 /1． 046

中部 0． 481 /1． 618＊＊＊ － 0． 132 /0． 876 0． 288 /1． 334＊＊＊ 0． 076 /1． 079

2． 性别( 女性 = 1) － 0． 004 /0． 996 － 0． 095 /0． 910 － 0． 257 /1． 293＊＊＊ － 0． 241 /0． 786＊＊＊

3． 年龄 0． 007 /1． 007＊＊ － 0． 001 /0． 999 0． 009 /1． 009＊＊＊ 0． 003 /1． 003

4． 教育年限 － 0． 010 /0． 990 － 0． 057 /0． 945＊＊＊ － 0． 018 /0． 982 － 0． 027 /0． 973＊＊＊

5． 户籍( 农业 = 1) 0． 253 /1． 288＊＊ － 0． 389 /0． 678＊＊＊ － 0． 377 /0． 686＊＊＊ － 0． 292 /0． 747＊＊＊

6． 中共党员( 非党员 = 0) － 0． 233 /0． 792＊＊ － 0． 447 /0． 640＊＊＊ － 0． 477 /0． 620＊＊＊ － 0． 285 /0． 752＊＊＊

7． 权力( 有权 = 1) － 0． 196 /0． 822＊＊ － 0． 188 /0． 829 － 0． 042 /0． 959 － 0． 157 /0． 854

8． 体制内外( 体制内 = 1) － 0． 649 /0． 523＊＊＊ － 0． 022 /0． 979 － 0． 410 /0． 663＊＊＊ － 0． 079 /0． 924

9． 职业
阶层:
无业
失业
半失
业人
员为
参照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 1． 478 /0． 228＊＊＊ － 1． 210 /0． 298＊＊＊ － 0． 432 /0． 649 － 0． 739 /0． 478＊＊

私营企业主 － 3． 628 /0． 027＊＊＊ － 0． 684 /0． 505 － 1． 084 /0． 338＊＊＊ － 0． 057 /0． 945

企业经理人员 － 0． 745 /0． 475＊＊ － 0． 577 /0． 561 － 0． 013 /0． 987 － 0． 545 /0． 580

专业技术人员 － 0． 289 /0． 749 － 0． 339 /0． 713 － 0． 033 /0． 967 － 0． 287 /0． 750

办事人员 － 0． 179 /0． 836 － 0． 027 /0． 974 0． 000 /1． 000 － 0． 104 /0． 901

个体工商户 － 0． 432 /0． 649＊＊ － 0． 459 /0． 632＊＊＊ － 0． 103 /0． 902 － 0． 171 /0． 843

商业服务业员工 0． 074 /1． 077 0． 029 /1． 029 0． 419 /1． 520＊＊ 0． 048 /1． 049

产业工人 0． 224 /1． 251 － 0． 163 /0． 849 0． 279 /1． 322 － 0． 133 /0． 876

农业劳动者 0． 157 /1． 170 － 0． 363 /0． 696＊＊ － 0． 061 /0． 941 － 0． 226 /0． 798

10． 人均家庭资产( 千元) － 0． 009 /0． 991＊＊＊ 0． 000 /1． 000 － 0． 002 /0． 998＊＊＊ － 0． 003 /0． 997＊＊＊

11． 家庭人均收入( 千元) － 0． 001 /0． 999 0． 000 /1． 000＊＊＊ 0． 000 /1． 000 － 0． 008 /0． 992＊＊＊

12． 恩格尔系数( % ) 0． 002 /1． 002 0． 002 /1． 002 0． 008 /1． 008＊＊＊ 0． 004 /1． 004＊＊＊

13． 近五年生活变化 － 0． 329 /0． 720＊＊＊ － 0． 567 /0． 567＊＊＊ － 0． 614 /0． 541＊＊＊ － 0． 547 /0． 578＊＊＊

14． 生活压力感( 没有 = 0) — 1． 335 /3． 802＊＊＊ 1． 223 /3． 397＊＊＊ 0． 984 /2． 674＊＊＊

15． 社会不公平感( 公平 =0) 0． 288 /1． 333＊＊＊ 0． 043 /1． 044 0． 332 /1． 394＊＊＊ 0． 195 /1． 215＊＊＊

模型总结

Cox ＆ Snell Ｒ2 =0．152
Nagelkerke Ｒ2 =0．203
P ＜ 0． 01
N = 4881

Cox ＆ Snell Ｒ2 =0．212
Nagelkerke Ｒ2 =0．284
P ＜ 0． 01
N = 5863

Cox ＆ Snell Ｒ2 =0．213
Nagelkerke Ｒ2 =0．284
P ＜ 0． 01
N = 5789

Cox ＆ Snell Ｒ2 =0．164
Nagelkerke Ｒ2 =0．219
P ＜ 0． 01
N = 6011

注:＊＊P ＜ 0． 05;＊＊＊ P ＜ 0． 01。斜杠右边的数字为 Exp(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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